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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交所有的正本单证；对于电子运输记录，应按照第 9 条第 1 款"
使用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程序"证明其持有人身份；上述情形之外，
控制方行使控制权时都必须适当证明其控制方身份。同时任何情况
下，控制方均应偿还承运人勤勉执行其指示而发生的合理的额外费
用及赔偿承运人因而遭受的损失。承运人还有权从控制方处获得承
运人合理估计的担保，未提供担保，承运人可以拒绝执行指示。此外，
《鹿特丹规则》要求控制方的指示在到达承运人时能够合理地执行，
并且不会干扰承运人包括交付货物在内的正常作业。
二、与中途停运权比较
中途停运权在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中均有体现。《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71 条对该权利规定为：（1）如果订立合同后，
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下列原因显然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一方
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a）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重
缺陷；或（b）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2）如果卖方
在上一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
交给买方，即使买方持有其有权获得货物的单据。本款规定只与买
方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3）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
论是在货物发运前还是发运后，都必须立即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经
另一方当事人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则他必须继续履行义务。我
国虽然未对中途停运权进行明文的法律规定，但《合同法》第 308 条
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
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
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中途停运权的行使主体是货物买卖合同
中的卖方。卖方要行使中途停运权,必须满足 4 个要件：买方没有支
付货款；买方可能无偿债能力或者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卖方对
货物失去占有；货物在运输途中并由承运人掌管--即处于非为买方实
际占有的期间。不难看出，中途停运权的本质是卖方在买方违约的
情况下的一种救济权，且中途停运权是直接针对货物本身而起作用。
对于货物控制权与中途停运权的关系，笔者认为中途停运权是
货物买卖合同中方卖方的一项救济权，应属于请求权性质，而前述货
物控制权性质系属形成权，二者虽然在内容、目的及行使期间方面存
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并且均为直接针对货物的权利，但二者在性质、
权利主体、行使条件、期限及方式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别。
不可否认，中途停运权确实在保护卖方免受买方违约而导致损
失上是有价值的救济手段，但是中途停运权必须完全依赖承运人的
配合，如果承运人不按照卖方指示停运，中途停运权就没有实现的可
能和意义。
三、与中途停运权冲突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一旦签发了可转让运输单证，承运人就负有
双重义务,即对托运人负有运输合同下的义务,同时对单证持有人负
有单证法律关系下的义务。一方面,依据货物运输法的规定, 承运人
作为运输合同当事人, 向托运人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此时,承运人
受运输法的约束,应当向持有正本提单的人交付货物, 这是公约及各
国法律所规定的承运人的基本义务，并且依据《鹿特丹规则》，此时正
本持单人为享有货物控制权的控制方。另一方面, 依据货物买卖法
的规定,即使提单已经转让给第三人,卖方仍然可以行使中途停运权,
指示承运人停运，阻止货物到达正本持单人处。正是由于承运人特
殊的法律地位, 使其处于货物贸易法和运输法相互冲突导致的尴尬
境地。如果承运人听从卖方的指示中止货物运输，将可能导致对正
本提单持有人承担无单放货责任；如果承运人向正本提单持有人履
行放货义务, 也将可能对卖方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承运人是受货物
运输法的约束，相反贸易法上的中途停运权并不对承运人设立强制
义务。并且《鹿特丹规则》确立之后，使得货物控制权的控制方对承
运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有了实体法上的依据，对于承运人来说,货物控
制权控制方的指示效力是高于中途停运权卖方的指示的。控制权的
确立对中途停运权的存在意义发起严正挑战，中途停运权势必要作
出修改，而修改的标准正是货物控制权。货物控制权取代中途停运
权已为大势所趋。通过修改 CISG 以及相关国际货物贸易法的条文，
用货物控制权之概念换取中途停运权，将可以实现货物贸易法和货
物运输法之间权利的完好对接和救济措施的合理匹配。至于我国，
也应当借鉴货物控制权的制度，即使不加入《鹿特丹规则》，也应当在
《海商法》和《合同法》的相关条文中作适当修改，引入货物控制权概
念，对我国航运业的壮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将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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